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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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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于家族企业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双元创新战略。基于资源编排理论，

本文探讨了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家族管理权和绩效不佳的调节作用。以

2008—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业家族企业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家族所有权对

企业双元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较高的家族管理权则会削弱这一正向影响。在绩效不佳

的情况下，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则得到加强。本文丰富了企业双元创新的前

因研究，明确了家族涉入不同维度的影响，增进了对家族企业异质性的理解，对家族企业寻求

战略转型、抓住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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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刘伟，2024）。党的二

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其创新活动不

仅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因素，也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Ferreira等，2020）。企业创新涵盖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两个方面（Ceipek等，2021；He和
Wong，2004；Jansen等，2006）。前者关注开拓未知领域，即通过基础研究和技术突破来发现新

的可能性，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后者则更注重现有技术的应用与优化，旨在提高效率和

降低成本（He和Wong，2004；Jansen等，2006）。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既需要通过利用性创

新来巩固和提升现有业务的竞争力，也需要凭借探索性创新来开拓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

（Jansen等，2006；Sharma和Salvato，2011）。正所谓“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企业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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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双元创新战略，才能不断适应市场变化，确保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始终具有竞争优势

（He和Wong，2004；Sharma和Salvato，2011）。
民营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微观主体，对国家的技术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李思飞等，

2023）。家族企业是民营经济的主体，为国家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陈凌和王

昊，2013；李新春等，2020；Rovelli等，2022；Zahra，2005）。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大量处

于传统制造业的家族企业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亟须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在实施创

新战略时，家族企业也需要“两条腿走路”，不仅需要采取利用性创新不断优化现有业务，还需

要抓住新技术的机遇进行探索性创新来布局新质生产力，即家族企业需要双元创新

（Kammerlander 等，2020）。可是，由于两类创新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亦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

争夺企业有限的资源，因而并非所有企业都有意愿去同时追求两类创新活动，也并非所有企业

都能够同时成功践行两类创新活动。对缺乏资源优势的中国家族企业来说，当前面临的突出困

境是：如何在企业双元创新战略中做出决策？不同的家族企业又会表现出怎样的差异？

在过去二十年中，学者们在多个层面探讨了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个体层

面包括领导风格、CEO权力及性格特质（如：谦虚或自恋）（Nie等，2022；Sariol和Abebe，2017）；
团队层面则涉及团队规模、知识多样性和发明经验（Wang等，2017；Wen等，2021）；组织层面的

因素包括绩效反馈、吸收能力和薪酬管理策略（Cui等，2019；Jansen等，2006；Morgan和Berthon，
2008；Li和Wang，2024）；而在组织间层面上，则考察了知识网络与技术联盟的多样性（Guan和
Liu，2016；Lucena和Roper，2016）。尽管如此，关于企业所有者性质及其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双元

创新的影响研究却相对匮乏。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可能具有不同的时间导向、

战略预期和风险偏好，这些差异会显著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David等，2010）。特别是，家族所

有权作为一种独特的企业所有权形式，已被大量文献证实能够显著影响多种企业战略行为

（Chrisman和Patel，2012；Gómez-Mejía等，2007）。然而，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具体影响

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家族所有权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但研究主要

集中在单一维度，并且结论不一致（Ardito和Capolupo，2024；Guang等，2025）。
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综合考虑企业双元创新，深入分析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

作用。所有权为家族决策者提供了获取、捆绑和利用资源所需的权利和自由裁量权（De Massis
等，2014）。相比于受证券市场短期回报压力影响的企业，家族所有权高的企业更具有耐心财务

资本（Sirmon和Hitt，2003；连燕玲等，2012），赋予企业战略自主性，从而有利于企业双元创新策

略的有效实施。然而，家族管理权①高可能导致高管团队多样性降低（Ceipek等，2021），进而限

制其注意力资源（Zhou和Park，2020），削弱耐心财务资本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支持效果。除了高

管注意力资源的总量外，其分配的方向同样至关重要（Ocasio，1997）。企业绩效不佳会触发高

管的问题搜索机制（Gavetti等，2012；Yu等，2019），进而影响高管对其注意力资源的配置方向，

从而影响整个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因此，本文旨在进一步考察家族管理权与企业绩效不佳状

况对家族所有权和企业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深化了企业双元创新前因研究：通过系统分

析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家族管理权和绩效不佳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企

业双元创新前因的研究。第二，明确了家族涉入不同维度的影响：通过对家族所有权和家族管

理权各自作用的细致探讨，本文进一步澄清家族涉入的不同维度如何差异化地影响企业创新

行为。第三，增进了对家族企业异质性的理解：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加深了对家族企业内部差

异性的认识，而且揭示了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

 ①本文的家族管理权是指企业高管中家族成员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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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实践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针对寻求转型、以抓住新质生产力

发展机遇为目标的家族企业，本文建议：在保持家族控股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家族成员在管理

层的比例，并根据绩效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战略，助力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  理论与假设

（一） 家族企业双元创新研究

企业双元创新是指企业同时进行高水平的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创新战略

（Gupta等，2006；Tushman和O’Reilly III，1996）。其中，探索性创新旨在进入新产品市场领域，利

用性创新则旨在改善现有产品市场地位（He和Wong，2004；Jansen等，2006）。企业双元创新被

认为是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与家族企业追求“家业长青”的目标高度契合。关于家

族企业双元创新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既有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现有研究或者侧

重于分别分析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或者关注探索性创新占比（Ardito和Capolupo, 2024；
Ceipek等，2021；Guang等，2025），而缺乏对企业双元创新整体的探讨。两类创新之间存在复杂

的竞争和促进关系（Benner和Tushman，2003；Gilsing和Nooteboom，2006）。一方面，它们在资源

分配上存在竞争关系（Benner和Tushman，2003）；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通过共享知识与经验

相互促进，从而实现协同效应（Gilsing和Nooteboom，2006）。例如，当前的探索性创新成果常为

未来的利用性创新奠定基础，而利用性创新过程中也可能孕育出新的探索性想法（Gilsing和
Nooteboom，2006）。因此，单独研究两类创新不足以全面揭示家族企业在双元创新战略上的整

体表现。

其次，在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忽略了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关于企业双

元创新前因的研究，多集中于家族管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Gedajlovic等，2012；Hiebl，
2015；Kammerlander等，2020），研究结论尚不一致，也忽视了家族所有权的作用。在一项针对新

兴中小企业的研究中，Gedajlovic等（2012）发现，所有者参与管理正向影响探索性与利用性活

动。然而，Hiebl（2015）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以家族的下一代管理者更具规避风险倾向为前

提，认为家族管理权高使企业更偏向于利用性活动而忽略了探索性活动，不利于其二元性的形

成。Kammerlander等（2020）则从高管团队多样性角度，发现家族管理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

呈倒U形。尽管少量研究探讨了家族所有权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的影响，但缺乏文献关注家族所

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整体的影响。此外，针对家族所有权与探索性创新关系的研究结果也不一

致（Ardito和Capolupo，2024；Guang等，2025）。例如，Ardito和Capolupo（2024）基于社会情感财

富和社会资本理论，发现家族所有权会对探索性创新强度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同样基于社会

情感财富视角，Guang等（2025）则指出两者关系呈倒 U 形。

最后，研究视角的局限及资源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大部分研究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出发，

从目标导向的角度探讨家族涉入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系（Ardito和Capolupo，2024；Guang等，

2025）。虽然双元创新战略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但资源的有限性可能导致企业在实施双元

创新战略时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强行追求双元创新的企业可能“卡在中间”。双元创

新战略对企业的资源整合与管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意味着企业需要有效获取、配置和

运用多种资源，包括研发、基础设施、设备和人力资源（Lin等，2017）。因此，资源管理能力是企

业成功实施双元创新战略的关键。

资源编排理论为进一步讨论家族企业实施双元创新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基于资

源基础观（Barney，1991），Sirmon和Hitt（2003）进一步强调资源管理与VRIN①资源本身同等重

 ①VRIN资源是指具备有价值、稀有、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四个特征的资源，被认为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Barney，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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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并在家族企业领域提出了资源管理模型，以解释家族企业的独特资源及其管理方式如何影

响企业绩效。随后，Sirmon等（2007）进一步优化了该模型，提出价值创造的动态资源管理框架。

此模型揭示了资源管理在动态环境中如何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Sirmon等（2011）进一步结合

资源管理模型（resource management model）（Sirmon和Hitt, 2003; Sirmon等，2007）和资产编排

（asset orchestration）（Helfat等，2007）提出资源编排理论。资源编排理论从行为和流程的角度，

探索如何将资源管理与企业竞争优势联系起来，打开了VRIN资源与竞争优势之间的“黑箱”
（Sirmon和Hitt，2003；Sirmon等，2007）。具体地，资源编排理论聚焦于三个关键环节：首先是资

源组合的构建，这涉及识别和获取必要的资源，并剔除不需要的资源；其次是资源的捆绑，即整

合多种资源以构建企业的独特能力；最后是资源的利用，通过与市场机会紧密结合，最大化发

挥资源和能力的优势，进而实现价值创造（Sirmon和Hitt，2003；Sirmon等，2007）。通过这三个环

节，资源编排理论系统地阐述了资源如何被有效部署和利用以创造价值。

资源编排理论为家族企业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对于理解家族企业如

何构建、捆绑和匹配其独特的资源与市场机遇进行创新（Sirmon和Hitt，2003；Chirico等，2011，
2025）。家族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往往具有特定属性，被认为是影响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

素（Sirmon和Hitt，2003；Chirico等，2011，2025）。
（二） 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

家族所有权高，会让家族大股东更加看重和追求长期目标（Lumpkin和Brigham，2011；
Dou等，2019），长期目标的达成又必然会通过分解为不同阶段的短期目标来逐步实现，因而看

重长期目标的企业自然也会关注短期目标的达成，从而更好地做好长短期的协同（Lumpkin和
Brigham，2011）。同时，通过控制所有权，家族大股东有足够的合法性和自由裁量权去追求和执

行长短期目标的协同（Le Breton-Miller和Miller，2006），并保持企业战略在一定时期内的延续

性，确保企业战略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朝令夕改”。因此，对于家族所有权占比较高的企

业，由于其独特的资本结构，这些企业能够避免受到资本市场短期目标压力影响，从而拥有更

长的时间跨度来进行战略规划（Sirmon和Hitt，2003）。这种长期视角允许企业根据实际需求而

非市场压力来决定战略投资的时间范围（Craig和Dibrell，2006；Sirmon和Hitt, 2003），从而有利

于协同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之间的资源配置（Jansen等，2012；Patel等，2013），促进企业双

元创新。综上，长期视野和决策权的集中为家族所有权高的企业提供了耐心财务资本，使其在

构建资源组合、捆绑和利用过程中采取长期视野（Sirmon和Hitt, 2003）。
具体而言，在资源组合构建阶段，家族所有权高赋予企业以长期视角审视资源的能力（Le

Breton-Miller和Miller，2006），从而更精准地识别特定资源的价值（Sirmon和Hitt，2003）。家族所

有权高，让家族有足够的合法性和能力识别并获取那些他们认为支持探索性创新所需的新兴

资源（Le Breton-Miller和Miller，2006），并确保这些资源不会干扰现有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同

时，对于不再符合企业长期发展目标或与实施双元创新战略相冲突的资源，较高的家族所有权

能保证企业决策者有权利迅速做出决策进行剥离。这种灵活且长期导向的资源组合构建方式，

能减少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之间的潜在冲突，为两者的协同效应奠定基础。

对于资源捆绑和利用，家族所有权高的企业由于其决策灵活性和长期导向，优化了探索性

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之间的资源配置。家族企业的历史条件能为其创造不易模仿的独特资源，例

如家族基于价值的组织文化、品牌和声誉等无形资产（Habbershon和Williams，1999）。家族通过

所有权控制企业，有利于确保这些关键资源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而提高企业捆绑资源形成独

特能力的效率和效果（Carnes和Ireland，2013）。捆绑资源形成能力之后，家族所有权高的企业

由于长期导向（Le Breton-Miller和Miller，2006），及对其自身资源和能力的全面认知，能够更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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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地捕捉到市场变化带来的新机会，最大化利用资源和能力。较高的家族所有权还赋予了企业

更高的决策灵活性（Craig和Dibrell，2006），所有权所赋予的决策权力使家族可以在必要时迅

速调整资源分配，以应对市场挑战或抓住新兴机遇。

综上，家族所有权通过积极影响资源编排的三个关键环节——资源组合构建、资源捆绑以

及资源利用，有效地协调了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促进企业双元创

新。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家族所有权正向影响企业双元创新。

（三） 家族管理权的调节作用

家族所有权高的企业通过在资源编排过程中更加注重长期导向从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

然而，这种长期导向的资源编排战略能否被有效执行还依赖高管团队的能力。家族管理权越

高，意味着企业中的高级管理者职位大部分被家族成员占据，可能带来人力资源不足和高管团

队多样性匮乏的问题（Kano等，2021；Verbeke等，2020；Ceipek等，2021），导致企业在资源组合

构建、捆绑和利用的具体过程中无法真正做到长期导向，从而削弱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双元创新

之间的正向关系。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家族成员占比高的高管团队容易因文化背景、教育经历和思维模式的同质性而缺乏

多样性视角（Kammerlander等, 2020）。这种同质性限制了高管团队的心智模型和资源搜索范

围，使其难以及时发现并获取所需的外部资源（Carnes和Ireland，2013），从而难以从长期视角

来捆绑和利用这些资源。具体而言，家族高管倾向于依赖家族内部的沟通网络，导致信息流通

渠道狭窄，无法充分吸收更广泛的建议与反馈（Ceipek等, 2021）。这种信息闭塞状态会降低高

管团队对新兴行业趋势和前沿技术的敏感度，使管理层陷入认知偏见，难以从长期视角客观评

估不同资源对于企业的潜在重要性。因此，即使家族所有权高的企业在资源编排过程中具有长

期视野，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大部分高管都是家族成员而难以实现。

其次，过多的关键管理岗位被家族成员占据可能引发“分殊偏待”（Kano等, 2021；Verbeke
等, 2020；Verbeke和Kano, 2012）。这种偏待不仅限制外部专业人才的引入和发展，还可能导致

人力资源分配失衡。部分家族成员即使缺乏专业技能与管理经验，也因血缘关系而被任命至重

要职位（Kano等, 2021；Verbeke等, 2020）。这些由于裙带关系而获得岗位的家族高管可能不具

备从长期视角来构建、捆绑和利用资源的能力。

综上所述，当家族成员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较高时，企业因高管团队能力不足及缺失多

样性而无法落实长期导向的资源构建、捆绑和利用，从而削弱家族所有权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

用。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家族管理权削弱了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正向作用。

（四） 企业绩效不佳的调节作用

绩效反馈作为管理者用来发现组织中的问题并启动搜索和决策活动的诊断工具（Mazzelli
等，2020），可以为决策者根据绩效情况调整战略时提供依据。当企业绩效不佳时，决策者往

往会发起问题搜索（Gavetti等，2012；Yu等，2019），以期找出导致绩效不佳的原因。从资源编排

角度来看，这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的资源组合、资源捆绑方式以及资源利用策略，并对资源进行

重新配置（Ethiraj和Levinthal，2004）。本文认为，绩效不佳带来的对战略的重新思考，会促进家

族所有权高的企业进行更加长期导向的资源编排行为，从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具体原因

如下：

首先，绩效不佳会让家族所有权高的企业感到对社会情感财富的威胁，从而在资源配置过

程中偏重长期导向，进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当面临经营困境时，拥有大部分股权的家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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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企业保家族的意识更为强烈（连燕玲等，2012），家族成员之间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团结意识，

以共同应对危机（梁强等，2025）。因为企业经营困境的出现除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还可能导致企业破产清算以及丧失控制权（连燕玲等，2012），这危害了家族成员的权力和地

位、家族声望等社会情感财富（Gómez-Mejía等，2007；连燕玲等，2014）。连燕玲等（2012）指出，

面对危机冲击时，家族大股东更可能表现出强烈的管家意识，并且这种管家意识会随着家族持

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强。这种管家意识被激发出来，使得家族所有权高的企业更加注重长期导

向，这种长期导向也会体现在企业的资源编排上，从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

其次，当家族所有权高的企业面临绩效不佳的局面时，会对企业的未来发展产生更为深刻

的思考和规划，从而打破路径依赖，探索更长远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其业绩不足的问题。家族所

有权高的企业在面对绩效压力时，更倾向于采取灵活和长期导向的战略。例如，Patel和
Chrisman（2014）的研究表明，当企业绩效低于预期时，家族决策者会更加重视探索性创新，以

寻找新的增长点。因此，绩效不佳会激发家族所有权高的企业在资源构建、捆绑和利用过程中

更加注重长期导向，从而进一步增强家族所有权对双元创新的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绩效不佳会激发家族大股东的管家意识和资源重新配置，从而促使家族所有权

高的企业在资源编排过程中更加注重长期导向，因此有助于企业的协同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

创新，并最终促进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本文的研

究模型如图1所示）。

假设3：绩效不佳强化了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正向作用。
 
 

家族管理权

绩效不佳

家族所有权 双元创新

−

 
图 1    研究模型

 

 三、  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8年到2022年的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主要数据

来源于CSMAR和CNRDS数据库。其中，企业双元创新的原始数据来源于CNRDS，再利用专利

的IPC码，借助Python进行编码得到。家族企业的相关财务数据等均来源于CSMAR。根据

Chua等（1999）、Chrisman和Patel（2012）、王明琳等（2014），本文将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确定为

家族企业：（1）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可以追溯到自然人或者以血缘和姻亲为联结的家族；（2）实际

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是上市企业的第一大股东；（3）家族所有权大于等于5%；（4）至少有两名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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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在企业的董监高岗位中任职。在此基础上，进行如下筛选：（1）仅保留制造业企业的样本；

（2）剔除被ST和*ST处理的样本；（3）由于本文采用专利数据来测量企业双元创新，且专利的申

请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因此需剔除企业年龄小于3年的样本；（4）缺失关键数据的样本。本文

最终的样本为1 651家上市制造业家族企业的8 528个观测值。此外，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

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前后两端的1%分位数缩尾处理（李思飞等，2023；祝振铎等，2021）。
选择制造业的原因有三点：第一，制造业在家族上市企业中占比高达70%，在民营经济中具有

重要地位；第二，本研究采用专利数据测量企业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水平，制造业企业的

技术创新活动较为活跃和明显，并且会提供专利等创新相关数据以及详细的财务数据；第三，

采用单一行业样本可以有效控制行业因素对研究设计的影响。

（二） 变量和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双元创新。探索性创新能产生不同于企业现有知识基础的新知识，而利用性创新则进

一步深化和增强企业目前的知识基础（Ceipek等，2021）。因此，如果一个企业越频繁地使用和

发展现有知识，那么它的利用性创新就越多；反之，它的探索性创新就越多。关于研发折旧的研

究（Griliches，1979）表明，知识资本会急剧贬值，在五年内失去其大部分的经济价值。五年的移

动窗口期是评估一家企业先前发明的技术的影响的适当时间框架（Ahuja，2000），因此，本文将

企业过去五年申请的专利视为企业目前的知识基础（Ceipek等，2021；Gilsing等，2008）。基于

此，本文通过以下方式编码企业双元创新：（1）根据专利的国际专利分类代码（IPC码）确定专

利是探索性的还是利用性的：如果一个专利的IPC码的前4位在过去的五年里没有出现相同

的，即在过去的五年里该企业未申请与焦点专利同类的专利，那么编码为探索性专利。反之，如

果一个专利的IPC码的前4位在过去的五年里有相同的，那么编码为利用性专利。（2）计算每个

企业在各年份的探索性专利和利用性专利的总数，分别作为企业的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

的值。（3）根据以往研究（He和Wong，2004；Lin等，2017；Morgan和Berthon，2008），本文采取探

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乘积的方式来计算企业双元创新的值。同时，考虑到本文采用专利数

量来测量两类创新，由于不同企业的专利数量差距较大，存在过度离散的情况，因此本文选择

对它们的乘积取对数。考虑到它们的乘积可能为零，因此本文先对乘积加上1再取对数。综上，

本文通过以下公式计算企业双元创新的值：企业双元创新=Ln（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1）。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专利可能不止一个IPC码，本文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专利只要存在一个

IPC码的前4位未在前五年申请的专利里出现，就认定为探索性专利。

2. 解释变量

家族所有权。本文用所有家族成员直接或间接的持股比例之和来测量家族所有权（Chrisman
等，2012）。

3. 调节变量

家族管理权。根据以往文献，本文使用家族成员在企业高管职位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衡量家

族管理的程度（Kammerlander等，2020；Zahra等，2007）。
绩效不佳。根据业绩反馈理论，企业会根据历史绩效和当年的行业平均绩效来确定当年的

期望绩效（王垒等，2020；Yu等，2019）。因此，本文先计算期望绩效，再用实际绩效减去期望绩

效得到绩效期望差距，如果这个差值是小于0的，则将绩效不佳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本文用

总资产回报率（ROA）来度量企业的绩效。基于连燕玲等（2014）的研究，本文借助模型（1）来衡

量企业的绩效期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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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f_Aspi,t = FirmPer f i,t −∂FirmPer f i,t−1−（1−∂）IndusPer f i,t （1）

Per f_Aspi,t FirmPer f i,t FirmPer f i,t−1

IndusPer f i,t

其中， 是企业当年的绩效期望差距， 和 分别是企业当年和上

一年度的绩效； 为企业所在行业中当年所有企业的平均绩效。α是权重系数，如果值

较大，则表示更多考虑企业历史绩效对企业期望绩效的影响，本文参考王垒等（2020）的方法，

将其赋值为0.5。
4.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家族企业双元创新研究的相关文献（李思飞等，2023；祝振铎等，2021；Ceipek
等， 2021；Harrison 等，2024），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企业年龄，通过当前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

份加1后取对数计算得出；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测量；董事会规模，为企业董事会

成员总数；独立董事占比，以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测量；高管团队规模，用企业

高管总数衡量；管理层持股比例，为所有高管成员持股比例的总和；企业绩效，以企业过去三年

的平均资产回报率 (ROA) 测量；资产负债率，为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营业收入增长率，以

当年营业收入与上一年营业收入之差除以上一年营业收入的比率测量；研发强度，以企业研发

投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测量。此外，考虑到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行业因素可能对企业

双元创新产生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年度和行业的虚拟变量。

 四、  研究结果

（一） 主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1为全样本数据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表。从中可以看出，家族所有权的均值为

0.42，这说明大部分上市制造业家族企业的股权仍然集中于家族手中。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可以看到，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364，这意味着本研究的变量之间的总体相关系

数较低，因此，多重共线性并不是本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2. 基准回归结果

表2展示了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双元创新及调节机制的多元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只检验了

所有的控制变量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到，企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和企业过去

三年的平均绩效都会显著提升家族企业的双元创新。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家族所有

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本文的假设1认为，家族所有权促进了企业双元创新，在模型2中可

以看出，家族所有权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双元创新（b=1.230，p<0.01），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

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家族管理权以及其与家族所有权的交乘项。可以看到，家族所有权和

家族管理权的交乘项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双元创新（b=−2.704，p<0.05），这说明当家族成员占据

较多的高管职位时，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这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
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绩效不佳以及其与家族所有权的交乘项。可以看到，家族所有权

和绩效不佳的交乘项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双元创新（b=0.585，p<0.05），这意味着当家族企业面

临绩效不佳时，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会更强，这证实了本文的假设3。总体而

言，家族所有权显著促进企业的双元创新，并且这一正向关系受到家族管理权和绩效不佳的调

节作用。

（二） 稳健性检验

1. 改变双元创新的测量方式：更换窗口期

在表2的基本回归模型中，本文在测量企业双元创新时，用企业过去5年申请的专利作为企

业现有的知识基础，来判断专利是探索性专利还是利用性专利。当今社会，技术的更新迭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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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

量
描
述
性
统
计
及
相
关
系
数
表

变
量

名
称

均
值

标
准

差
1

2
3

4
6

7
7

8
9

10
11

12
13

双
元

创
新

1.
51
0

2.
03
0

　
　

　
　

　
　

家
族

所
有

权
0.
42
0

0.
16
0

−0
.0
36

**

*

绩
效

不
佳

0.
53
0

0.
50
0

−0
.0
93

**

*
−0
.0
48

**

*

家
族

管
理

权
0.
22
0

0.
15
0

−0
.0
66

**

*
0.
18
8*

**
0.
00
3

企
业

年
龄

2.
84
0

0.
34
0

0.
03
0*

**
−0
.0
68

**

*
−0
.0
21

*
0.
01
0

企
业

规
模

21
.7
40

0.
95
0

0.
25
3*

**
−0
.1
75

**

*
−0
.0
75

**

*
−0
.1
60

**

*
0.
16
7*

**

董
事

会
规

模
8.
07
0

1.
35
0

0.
01
6
−0
.1
91

**

*
−0
.0
06

−0
.1
23

**

*
−0
.0
46

**

*
0.
14
4*

**

独
立

董
事

比
例

0.
38
0

0.
05
0

0.
00
3

0.
16
9*

**
0.
00
8

0.
12
4*

**
0.
02
7*

*
−0
.0
69

**

*
−0
.6
74

**

*

高
管

规
模

6.
11
0

2.
07
0

0.
13
7*

**
−0
.0
79

**

*
−0
.0
16

−0
.2
98

**

*
−0
.0
27

**
0.
22
4*

**
0.
15
1*

**
−0
.1
12

**
*

高
管

持
股

比
例

0.
27
0

0.
22
0

−0
.0
25

**
0.
36
4*

**
−0
.0
18

*
0.
14
8*

**
−0
.1
08

**

*
−0
.2
77

**

*
−0
.0
69

**

*
0.
06
9*

**
−0
.0
15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率
0.
18
0

0.
31
0

0.
05
2*

**
−0
.0
05

−0
.2
54

**

*
−0
.0
10

−0
.0
73

**

*
0.
12
1*

**
−0
.0
03

0.
01
1

0.
04
8*

**
0.
03
2*

**

企
业

绩
效

0.
08
0

0.
05
0

0.
04
8*

**
0.
24
1*

**
−0
.1
66

**

*
0.
01
5
−0
.0
76

**

*
0.
02
3*

*
0.
02
3*

*
−0
.0
13

0.
06
2*

**
0.
13
3*

**
0.
01
1

研
发

强
度

0.
84
0

0.
04
0

0.
25
5*

**
−0
.0
06

−0
.0
19

*
−0
.0
21

*
0.
04
6*

**
0.
01
6

−0
.0
79

**

*
0.
05
1*

**
0.
12
6*

**
0.
07
2*

**
0.
00
1

0.
01
8

资
产

负
债

率
0.
35
0

0.
17
0

0.
12
9*

**
−0
.1
91

**

*
0.
07
3*

**
−0
.1
11

**

*
0.
06
9*

**
0.
47
6*

**
0.
03
9*

**
0.
00
3

0.
05
4*

**
−0
.2
00

**
*
0.
12
2*

**
−0
.2
78

**
*
−0
.1
27

**
*

　
　

注
：*
 p
 <
 0
.1
, *

* p
 <
 0
.0
5,
 **

* p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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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异，这可能会加快企业知识基础的更新。因此，本文改用企业过去4年的专利衡量企业的现

有知识基础，从而会改变本文对于一个专利是探索性还是利用性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双元创

新的价值。更换双元创新测量方式之后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相对于表2，仅更改了双元创

新的测量方式，其他保持不变。从表3中可以看到，回归结果均显著，本文的全部假设仍得到支

持，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2. 改变企业双元创新的测量方式：七等分后相乘

在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中，企业双元创新的值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的：企业双元创新=
Ln（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1）（He和Wong，2004；Lin等，2017；Morgan和Berthon，2008）。以
往研究中通过两类创新来计算企业双元创新时，采取的原始数据均是由量表测量得到的连续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家族所有权 1.230*** 1.864*** 0.860**

（0.397） （0.510） （0.425）
家族管理权 1.046*

（0.619）
家族所有权×家族管理权 −2.704**

（1.294）
绩效不佳 −0.351***

（0.111）
家族所有权×绩效不佳 0.585**

（0.249）
企业年龄 −0.312 −0.186 −0.176 −0.215

（0.415） （0.416） （0.416） （0.417）
企业规模 0.204*** 0.239*** 0.242*** 0.239***

（0.077） （0.079） （0.079） （0.079）
董事会规模 −0.061 −0.055 −0.052 −0.055

（0.038） （0.038） （0.038） （0.038）
独立董事比例 −0.974 −0.905 −0.832 −0.917

（0.874） （0.875） （0.873） （0.874）
高管规模 0.004 0.003 0.001 0.003

（0.018） （0.018） （0.019） （0.018）
高管持股比例 0.594*** 0.411* 0.419* 0.411*

（0.229） （0.235） （0.236） （0.235）
营业收入增长率 0.023 0.012 0.010 −0.030

（0.069） （0.069） （0.069） （0.071）
企业绩效 1.575** 1.296* 1.298* 1.578**

（0.744） （0.746） （0.745） （0.759）
研发强度 −1.743 −1.768 −1.794 −1.657

（1.123） （1.120） （1.118） （1.121）
资产负债率 0.002 −0.049 −0.043 0.012

（0.242） （0.242） （0.243） （0.243）
常数项 0.064 −1.523 −1.874 −1.345

（2.308） （2.394） （2.395） （2.409）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559 6 559 6 559 6 559
调整R2 0.582 0.583 0.583 0.584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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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He和Wong，2004；Lin等，2017），而本文的原始数据是离散的计数变量。因此，本文首先对

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根据其分布的中位数分为七个等级，每个等级从1至7赋值，再用探索

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乘积作为企业双元创新的值。表4是相对于表2仅更换企业双元创新测

量方式之后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均显著，为本文的假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3. 内生性检验：先采用PSM匹配后再进行回归的方式

本文的基本回归中已经选择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这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遗漏变量带来

的内生性问题。为进一步解决可能由样本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首先使用倾向得分匹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1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家族所有权 1.188*** 1.815*** 0.859**

（0.394） （0.506） （0.422）
家族管理权 1.037*

（0.622）
家族所有权×家族管理权 −2.676**

（1.297）
绩效不佳 −0.325***

（0.111）
家族所有权×绩效不佳 0.512**

（0.2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79 −1.612 −1.960 −1.486

（2.311） （2.399） （2.400） （2.413）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559 6 559 6 559 6 559
调整R2 0.588 0.589 0.589 0.589

　　注：* 为p < 0.1, ** 为p < 0.05, *** 为p < 0.01。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误。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2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家族所有权 9.193*** 15.061*** 6.433*

（3.526） （4.536） （3.771）
家族管理 10.050*

（5.379）
家族所有权×家族管理权 −25.103**

（11.355）
绩效不佳 −2.498**

（0.983）
家族所有权×绩效不佳 4.425**

（2.2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0.662 −1.654 −4.580 0.408

（20.048） （3.631） （20.712） （20.835）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559 6 559 6 559 6 559
调整R2 0.504 0.505 0.505 0.505

　　注：* 为p < 0.1, ** 为p < 0.05, *** 为p < 0.01。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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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对样本进行了匹配筛选，然后再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

归。具体地，本文首先计算同年份同行业同地区所有家族企业的家族所有权的平均值，然后将

家族所有权高于平均值的企业视为处理组，反之则为对照组。然后，以家族所有权高低为被解

释变量，影响家族所有权高低的控制变量为匹配变量，使用Logit 回归，倾向分值选取核匹配，

最后使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倾向得分匹配后共得到8 504个样本，其中处理组包括4 578
个样本，对照组包括3 926个样本。具体地，表5的PSM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总体均值偏差

在匹配前有显著差异，匹配后差异明显缩小，由匹配前的18.6到匹配后的1.5，并且不再显著。在

匹配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在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董事会规模等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匹

配后都明显降低，并且除了高管持股比例之外的差异都不再显著。表6是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

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正向作用，以及家族管理和绩

效不佳的调节作用依然显著，本文的全部假设仍得到支持。
 
 

表 5    PSM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样本
均值

（处理组）
均值

（对照组） %bias t−Test

企业年龄 匹配前 2.830 2.861 −9.100 −4.160***

匹配后 2.830 2.817 3.800 1.750*

企业规模 匹配前 21.653 21.847 −20.600 −9.490***

匹配后 21.654 21.644 1.100 −0.530
董事会规模 匹配前 7.981 8.177 −14.500 −6.680***

匹配后 7.983 7.962 1.600 0.740
独立董事比例 匹配前 0.382 0.376 10.900 5.030***

匹配后 0.382 0.382 −0.200 −0.080
高管规模 匹配前 6.051 6.178 −6.100 −2.820***

匹配后 6.054 6.033 1.000 0.500
高管持股比例 匹配前 0.315 0.219 44.800 20.430***

匹配后 0.313 0.301 5.400 2.510**

营业收入增长率 匹配前 0.179 0.188 −2.600 −1.200
匹配后 0.180 0.181 −0.400 −0.200

企业绩效 匹配前 0.083 0.068 30.200 13.870***

匹配后 0.083 0.083 −0.300 −0.150
研发强度 匹配前 0.842 0.849 −20.000 −9.130***

匹配后 0.842 0.842 1.200 0.550
资产负债率 匹配前 0.328 0.374 −27.100 −12.470***

　 匹配后 0.329 0.328 0.300 0.140
样本总体均值偏差检验

样本 LR chi2 Mean Bias p>chi2
匹配前 763.150 18.600 0.000
匹配后 13.100 1.500 0.218

　　注：* 为p < 0.1, ** 为p < 0.05, *** 为p < 0.01。
 

（三） 进一步分析

1. 家族所有权对于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影响

本文分析并检验了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系，那么家族所有权具体如何影响探

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呢？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值分别为相应的专利的数量。这两个变

量是计数变量，且方差都大于均值，传统的OLS回归不适合分析这样的变量，因此选择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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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松伪似然极大回归进行模型估计。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家族所有权显著正向影响

探索性创新（b=1.190，p<0.01），但是不显著影响利用性创新（b=0.295，p>0.1）。这说明家族所有

权高之所以会提高双元创新，可能是在不减少利用性创新的前提下，显著提高了探索性创新。

2. 家族所有权对探索性创新占比的影响

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家族所有权对探索性创新占比的影响。本文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探索

性创新占比：探索性创新占比=探索性创新/（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如果探索性创新为0时
则取值为0。由于此数据是分数，传统的最小二乘法（OLS）可能会产生有偏估计，故选择分数响

应模型（fractional response model）。从表8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家族所有权显著正向影

响创新的探索性（b=0.240，p<0.01），这说明家族所有权之所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可能是通过

提高探索性创新占比。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众多身处传统制造业的家族企业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

战。双元创新战略对于企业而言颇有裨益，它能够助力企业在保持发展现有业务的同时，积极

探索具有前瞻性的方向（Arzubiaga等，2019；Kammerlander等，2020）。家族企业的一个特点是

家族持有企业的大部分股权，因此，家族所有权会对企业的双元创新产生什么影响呢？本文基

于资源编排理论，探讨了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家族管理权和绩

效不佳的调节作用。通过对1 651家上市制造业家族企业在2008—2022年的8 528条观测数据的

分析，本文发现：家族所有权越高，企业双元创新水平越高。然而，家族管理权会抑制家族所有

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企业绩效不佳时，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则

得到加强。

（二）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企业双元创新（Arzubiaga等，2019；Gupta等，2006；Tushman和O’Reilly III，1996）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家族所有权 1.202*** 1.769*** 0.830*

（0.405） （0.521） （0.434）
家族管理 0.887

（0.629）
家族所有权×家族管理 −2.401*

（1.316）
绩效不佳 −0.349***

（0.113）
家族所有权×绩效不佳 0.589**

（0.2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41 −1.508 −1.776 −1.353

（2.354） （2.443） （2.442） （2.455）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491 6 491 6 491 6 491
调整R2 0.582 0.583 0.583 0.584

　　注：* 为p < 0.1, ** 为p < 0.05, *** 为p < 0.01。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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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族企业异质性（Chua等，2012；Neubaum等，2019）文献有以下三点贡献。

第一，通过研究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家族管理权和绩效不佳的调节作

用，本文丰富了企业双元创新的前因研究。在金融、公司治理和战略管理文献中，所有权结构和

第一大股东身份在企业战略决策、行为和绩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早已得到认可（Fiss和Zajac，
2004；Hautz等，2013；Thomsen和Pedersen，2000），然而关于家族所有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研究

还未得到足够关注。企业双元创新是更具挑战性且驱动长期竞争优势的创新战略，其核心在于

企业同时进行高水平的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Arzubiaga等，2019；Gupta等，2006；
Tushman和O’Reilly III，1996）。两类创新对资源、组织架构和组织文化的要求存在差异

（Benner和Tushman，2003；窦军生和张钢，2018），因此实施双元创新战略对企业的资源和资源

管理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本文发现家族所有权会促进制造业家族企业的

双元创新，大量家族成员占据企业高管职位不利于发挥家族所有权的有利作用，而绩效不佳会

促进家族所有权的正向作用。

第二，本文通过分别探讨家族所有权和家族管理权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

家族涉入的不同维度对企业战略的不同影响。关于家族涉入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学者们最初通

 

表 7    家族所有权与两类创新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变量 探索性创新 探索性创新 利用性创新 利用性创新

家族所有权 1.190*** 0.295
（0.375） （0.304）

企业年龄 −0.637* −0.487 −0.467 −0.432
（0.380） （0.392） （0.326） （0.332）

企业规模 0.134** 0.167** 0.234*** 0.242***

（0.067） （0.069） （0.055） （0.056）
董事会规模 −0.018 −0.015 −0.011 −0.010

（0.032） （0.032） （0.027） （0.028）
独立董事比例 0.031 0.113 −0.131 −0.115

（0.804） （0.802） （0.764） （0.764）
高管规模 0.000 −0.001 −0.001 −0.001

（0.015） （0.015） （0.014） （0.014）
高管持股比例 0.004* 0.002 0.003* 0.003

（0.002） （0.002） （0.002） （0.002）
营业收入增长率 0.081 0.071 0.107* 0.105*

（0.064） （0.065） （0.055） （0.056）
企业绩效 1.206* 0.860 2.064*** 1.980***

（0.727） （0.727） （0.616） （0.623）
研发强度 −1.527 −1.500 −0.389 −0.364

（1.269） （1.233） （0.992） （0.977）
资产负债率 0.054 −0.033 −0.013 −0.029

（0.252） （0.251） （0.191） （0.192）
常数项 1.683 0.097 −0.655 −1.052

（2.120） （2.244） （1.753） （1.824）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065 6 065 5 635 5 635

Pseudo_R2 0.388 0.389 0.703 0.703
　　注：* 为p < 0.1, ** 为p < 0.05, *** 为p < 0.01。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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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将家族所有权和家族管理权视为家族涉

入的两个维度，并且认为它们对企业战略

具有相同影响。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

家族所有权和家族管理权对企业战略的影

响是不同的（Block等，2013）。从战略决策

和实施角度看，家族所有权更多从权利

（right）的角度影响企业的决策，而家族管

理权则主要从权力（power）的角度影响决

策的执行。从资源和资源编排角度来看，家

族所有权高为企业带来耐心财务资本

（Sirmon和Hitt，2003），且并不直接导致企

业人力资源的匮乏。然而，家族管理权高，

即家族成员占据大部分的高级管理岗位，

则往往会带来人力资源的限制（Hu等，

2023）。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

高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但是家族管理权高

会抑制这种正向作用。这表明，家族所有权

和家族管理权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是有

差异的，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细致地区分

两者对家族企业战略的不同影响。家族控

股的企业，如果希望提高企业双元创新水

平，可以在家族控股的同时选择降低家族

成员在高管团队中的占比，吸引更多的外

部人力资源。

第三，通过探讨不同家族涉入方式和

程度的家族企业在双元创新水平上的差

异，本文增进了对家族企业异质性的理解。

随着家族企业研究的深入，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得到认可和强调（Chua等，2012；Neubaum等，

2019），本研究回应了对家族企业异质性进行研究的众多呼吁。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家族企业

样本内部，经研究发现，不同的家族涉入（家族所有权和家族管理权）以及绩效反馈情况下，家

族企业双元创新水平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家族涉入方式和程度，以及不同绩效状态情况

下的家族企业实施双元创新的程度不同。

最后，本文为致力于抓住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实现转型发展的家族企业，在实施双元创新

战略方面提供如下建议：家族企业应当在保持家族控股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家族成员在管理岗

位中的比例，从而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加盟，以便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

家族企业应当重视绩效反馈，及时进行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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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strategy of family firms in th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the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family ownership on firms’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management rights and underperformance. Using samples of family-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listed on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markets from 2008 to 2022,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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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s that family own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irms’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while a
higher level of family management rights weakens this positive impact. In the case of underperformanc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family ownership on firms’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is strengthened.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antecedents of firms’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clarifi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family involvement,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heterogeneity in family
firms, and ha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amily firms seeking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seizing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firm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family ownership;  family management rights; 
underperformance;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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